
 1 

福島效應在臺灣：解釋晚近反核運動的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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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三十年來的台灣反核運動經歷了一段峰迴路轉的發展，在 2011 年日本福島核災之

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高潮。這篇文章分析，一場國際性的浩劫如何在台灣產生意想不

到的政治後果。我將指出，日本的核能事件並不是直接激發出反核風潮，其效果是透過

一系列的國內因素，其中包括反核運動組織的策略創新、公民社會的崛起與政黨的退

位。在 2001 年之後，廢核四失敗使得台灣反核運動遇到前所未有的重挫，但是新一代

的反核運動者學習這個教訓，採用創新的運動策略，將反核訊息傳達給更多群體。其次，

在 2008 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保守的政治取向帶來新一波的社會運動浪潮，這也間接

使得新反核運動獲得有利的發展空間。最後，民進黨由於種種原因，在晚近反核運動退

位，無法掌握運動的領導權，這一點反而使得反核陣營可以跨越既有的政黨認同分歧。 

 

關鍵字：福島事件、反核運動、環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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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福島核災即將滿兩週年之前夕，核能發電爭議在台灣成為最當紅的政治話題。由

於核四案預定還要再追加 563億的預算，需要立法院的同意。在 2013年 2月，新上任

的行政院長江宜樺宣佈，政府即將採取公投方式，來決定核四的存廢。江宜樺的聲明使

許多人感到意外，因為國民黨長期以來不支持以公投來決定公共政策或是國家前途，相

對地，在野的民進黨與反核人士則是長期以鼓吹公投路線。由於現行的公投法有高門檻

的限制，要有高達 50%的投票率，公投案才能成案；而且，過去六項全國性公投都因為

投票率不足而失敗。因此，國民黨政府的公投提案，被視為一記精打細算的政治策略，

目的在於阻擋高漲的反核聲浪。 

在 2013年 3月 9 日，一場前所未有的反核大遊行在台灣舉行。據估計，全台灣約

有二十二萬民眾走上街頭，在台北、高雄、台中、台東各地表達他們反核意志。自從 1989

年的首度反核遊行以來，從沒有出現過如此規模的抗議事件。在遊行前後，三項民意調

查都顯示了普遍的反核聲音，反對核四者約為 58-69%，而支持核四者不到四分之一

(18-25%)(自由時報，2013/3/12，頁 A4)。 

在 2014年 3月 8 日，全台反核大遊行登場，但是由於天氣不佳，加上缺乏公投提

案所營造出來的急迫感，今年參與人數明顯下降，主辦者宣稱有十三萬人參與，明顯比

去年減少。然而，在 308大遊行落幕十天之後，反服貿協定的太陽花學運猛然爆發，學

生、NGO與市民佔領了立法院二十四天，形成台灣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社會運動事件，

也引發國民黨政府的政治危機。太陽花學運在 4 月 10 日和平落幕之後，卻出現意想不

到的發展。 

林義雄在 4 月 15 日發表「落實民主、停建核四」的公開信，決定在一週後開始禁

食，抗議國民黨政府持續興建核四的立場。在 2014 年初，經濟部長指出，預計在 6 月

核四安檢之後，插入燃料棒試運轉，彷彿去年完全沒有提到公投案。在一週之內，隨著

全國各地抗議怒潮的湧現，國民黨政府的立場出現了兩次調整。在 22 日林義雄禁食第

一天，馬英九提出「沒有核安，沒有核四，沒有核安，沒有公投」的說法，仍是重申核

四安檢之後立即運轉。接下來，在 24日(禁食第三天)，國民黨團與行政院共同決議：「核

四先完工、再安檢、由公投決定是否要插燃料棒」，換言之，原先被偷偷丟掉的公投再

被拿出來。到了 27日(禁食第六天)，國民黨縣市首長會議，最後決定「核四一號機不施

工、安檢後封存；二號機全面停工」。因此，儘管江宜樺事後宣稱「停工非停建、沒有

重大政策改變」，試圖用文字遊戲來掩飾政府被迫退讓的窘態，但真正的情況是，在急

遽且強大公民社會動員下，政府小退了兩步，至少解除了核四廠今年立即運轉的危機。

儘管核四已經完成了半套，但這畢竟是在 2000-2001年民進黨政府「百日廢核四」風波

之後，首次以由下而上的力量來推動核四停工。反核運動能夠克服不利的政治局勢，獲

得這樣戰果，是十分不容易的。 

很顯然，反核運動的復甦是福島核災的明顯後果。在 2011年 3月 11日，當海嘯摧

毀了福島第一核電廠的冷卻系統，接連引發三次的核心爐融解與爆炸，台灣反核人士立

即在 3月 20日舉行了一場反核遊行，這是從 2001年以降的首次大規模反核抗議。一如

預期，政府官員試圖保證目前運轉中的核電廠是安全無虞，不會發生類似的災難。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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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大多數在電視目睹福島事件的民眾而言，這些保證是十分空洞的；如果連技術先

進、工作認真的日本都無法處理核災，那麼公信力嚴重不足的台電又怎麼可能取得人民

的信任？事實上，世界核能組織將台灣現有的六座核電廠列為全球最危險的名單內，因

為其位置與地質斷層帶十分接近(Chan and Chen 2011)。就是基於這樣的不信任，在接下

來的兩年內，我們看到反核聲勢不斷高漲。「不要讓台灣成為下一個福島」的反核旗幟

熱賣到缺貨，「我是人、我反核」的口號也在網際網路上爆紅。除了原先的反核勢力之

外，越來越多的藝文界人士、電視明星、甚至連國民黨中生代都表達了反核的意見。我

們要如何解釋這樣出乎意外的發展呢？長期來看，社會運動往往會經歷起伏的週期性變

化(Amenta et al 2012)。但是後福島之後的台灣反核運動卻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因為它

已經帶來了實際的改變，使得反核聲浪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潮。 

社會運動研究者指出，重大的災難是一種「突如其來的民怨」(suddenly imposed 

grievance)，激發出立即的抗爭動員(Walsh 1981)。就福島核災而言，全世界固然受到其

震撼，但是各地的反應卻大不相同。在德國，Merkel所領導的保守派政府決定採取大膽

的「能源轉型」(Energiewende)，不但放棄未來規劃的核能擴展，更關閉了七座反應爐。

日本的保守派卻採取了相反的路線，2012年底上台的安倍內閣重新啟動了停止運轉的反

應爐。在南韓，反核人士仍無法改變政府的擁核立場，從李明博總統以來，該國就積極

在海外爭取核電廠的訂單，以成為核能大國(Hong 2011)。Beck (2006: 7)指出，世界風險

社會(world risk society)的降臨，使得全人類都認知到我們都是處於「文明的命運共同體」

(a civilizational community of fate)。但是儘管如此，各國人民的風險認知與回應卻有極大

的差異。很顯然，即使在高度全球化的年代中，大規模性的核災並不是帶來各地一致性

的結果，在地的政治與社會條件決定了不同地區的回應。在本文計畫中，我想要探討的

是，全球風險與在地脈絡的互動是如何形塑出台灣反核運動的軌跡？ 

觀察東亞反核運動的浮現，學者指出「車諾比爾堡效應」(Chernobyl effect)激發出

南韓、香港、台灣在八○年代中的抗議(Hsiao et al 1998: 252)。但是為何至今，我們仍沒

有看到區域性的「福島效應」，更何況這個事件即是發生在東亞的核心？全球化強化了

跨國的各種交流，各地的回應也應會越來越相似。許多車諾比爾堡事件的真相仍隱藏在

冷戰期間的國家機密，但是福島核災卻是即時地被轉播，直接進入全球的家庭電視。「世

界環境體制」(world environmental regime)理論主張，全球力量弭平了區域性的差異。不

同國家越來越接受共同的認知構架(規範、科學知識與國際公約)，只要後者是被國際社

會所接受的。越是整合進入國際社會，環境實踐的方式就會越來越同型化(Meyer et al 

1997)。這套理論已經成功地證明，各國政府的環境管制日益趨同(Frank et al 2000)，環

境保護之效果提升(Schofer and Hironaka 2005)，民間環境團體也越來越相似(Longhofer 

and Schofer 2010; Schofer and Longhofer 2011)。世界環境體制理論認為，全球擴散才是

導致環境保護作為的關鍵，反對將「各國的環境政策視為國內因素之回應」(Frank et al 

2000:111)。 

誠然，世界環境體制理論至今仍沒有處理國際性災難之回應，而後者的偶發性格事

實上也是比較難在國際社會制度化。儘管如此，本文將要重視在地性的脈絡，而不是只

期待全球性的同型化。分析台灣如何因應國際性災難，將有助於我們理解在地社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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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全球性觀念進行生動活潑而持續性的對話」(Weller 2006: 8)。日本的核能事件並不

是直接激發出反核風潮，其效果是透過一系列的國內因素。在 2001 年之後，廢核四失

敗使得台灣反核運動遇到前所未有的重挫，但是新一代的反核運動者學習這個教訓，採

用創新的運動策略，將反核訊息傳達給更多群體。其次，在 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

保守的政治取向帶來新一波的社會運動浪潮，這也間接使得新反核運動獲得有利的發展

空間。最後，民進黨由於種種原因，在晚近反核運動退位，無法掌握運動的領導權，這

一點反而使得反核陣營可以跨越既有的政黨認同分歧。 

在進入這些討論之前，我將先描述台灣核能政治的歷史背景。 

 

台灣的核能產業 

台灣的核能發電自始以來就是一項國家主導的計畫，其中涉及了經濟、軍事與科學

的多種目的。在 1955 年，原子能委員會成立，目的即是要引進這項當時的尖端科技。

在美國的支持下，台灣在 1970 年代進入核能時代，國營的台灣電力公司開始興建核能

電廠。在當時，核能不只被政府官員視為解決能源危機的萬靈藥，同時也被列入所謂的

「十大建設」，這是被廣為宣傳的產業升級計畫。在 1978-1985 年間，三座核電廠、六

座反應爐開始運轉，全部都是台電經營的。在 1990 年，就裝置容量而言，核能佔所有

發電量的 36%；在二十年後，比例已經降為 17%，因為核電的擴充受到人民的反對。 

一直至 1990 年代中期為止，發電向來是政府的壟斷產業，後續的電業自由化方案

開始容許獨立發電廠(independent power providers)與各種汽電共生的設置。儘管如此，

核電仍是維持國營的狀態。在台灣，原能會、台電以及許多政府資助的研究員向來鼓吹

核能發電，他們強調核能是廉價而穩定的電力來源。晚近以來，擁核集團的理由又加入

一項，亦即是可以減碳，防止地球暖化。然而，反核人士反對這些說法，他們認為核電

的成本是被低估的，而且台灣政府根本沒有能力找到核廢料的最終處置辦法。在一開

始，企業界是支持政府的擁核立場，因為他們依賴電力的穩定供應。國民黨也曾動員企

業來為核電護航，舉例而言，在 1994 年當核四預算案在立法院審查時，工商團體發起

了一場擁核的「請願」(《新新聞》，1994/6/26/，頁 33)。 

電力自由化逐漸地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在 2006年，台灣已經有 11家民營電廠，

主要是燃媒與天然氣，以及 94 家汽電共生廠，生產全國所需的 34%電力。民營電廠是

有利可圖的事業，因為他們享有台電長期的購電合約。企業原先只是電力的消費者，現

在許多財團都經營了電廠，成為電力的生產者，他們不再是依賴政府，這使得他們對於

爭議以久的核四案出現了不同的看法。在以往，核四看似不可或缺的；但是在目前，核

四此類的鉅型計畫(預計發電量 2700萬千瓦，佔 2006年民營電廠發電量的 37%)，即是

有可能排擠了民營電廠。早在 1999 年，台塑集團就公開反對核四案，因為他們的麥寮

電廠是台灣最大的民營電廠(聯合晚報，1999/4/20)。在福島核災之後，也越來越多的企

業站出來反核，例如富邦(見以下說明)、長榮(自由時報，2013/5/20)。堅持擁核的國民

黨已經無法動員企業來為核四聲援，這項因素也是有助於反核運動。 

 

福島之核災前的台灣反核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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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島並不是第一個激發本土反核運動的全球性核能災難。1979年 3月的三哩島事件

引發美國人民對於核能發電的質疑，在草根公民團體的施壓下，美國核能產業在國內的

發展受到很大的質疑(Goldsteen and Schorr 1991)。三哩島事件對於當初有留美的理工科

教授產生很大的衝擊，例如林俊義、張國龍、黃提源，他們看到七○年代因為石油危機

正熱門的核能產業由紅翻黑，但是在台灣，相關的討論與警覺仍是不足的。在三哩島事

件發生的當時，台灣已經完成兩座核電廠，有四座反應爐在運轉，而核三廠仍在興建中，

政府也將核能發電高舉為「十大建設」之一。這些反核學者成為了所謂的「異議科學家」

(dissent scientists)( Beck 1995: 62)，他們引進當時最新的反核論述，在台灣引發了一場核

能辯論。儘管仍是處於戒嚴時期，這些核能異議在公共領域(雜誌、報紙)的呈現，已經

挑戰到政府的言論監控。 

八○年代初期，台電發生了一連串的核電廠管理不當情事，興建中的核三廠也追加

不少的預算，反核聲音獲得更多的回響。在 1985年，55位國民黨籍立委與 6位黨外立

委分別連署，要求暫緩核四案的規劃。在當時由於經濟部不滿意台電的處理，所以行政

院長俞國華決定支持此一提案，核四案的預算被刪除了，算是台灣反核運動的初步勝利。 

在 1986 年 4 月，車諾比爾堡核電廠爆炸，也帶來給台灣反核運動相當的衝擊。西

德的綠黨在 1983 年首次進入聯邦級議會，歐洲人民對於核電的質疑，也使得綠黨聲勢

大漲，這對在台灣的反對黨有重大的示範效應。當時興起中的反核運動已經取得了黨外

運動的支持，黨外雜誌對於國內的核電廠管理不當也有許多報導，因此，當他們在 9月

組成民進黨時，反核的立場就在毫無異議的情況下寫入黨綱。民進黨高舉反核旗幟，使

得台灣的核能爭議開始出現了政黨化的色彩。透過與民進黨的結盟，反核運動採取了「政

治中心的策略」(politics-centered approach)(Chen 2011, Hsiao 1998,Kim 2000)，在反對黨

的政治人物與支持群眾，宣傳反核的理念。在以往，反核學者避免透露自己的政治立場；

在八○年代末期以降，他們越來越願意表態。就以有台灣「反核運動之父」的林俊義為

例，他在 1979年寫了第一篇台灣的反核文章。到了 1989年，他取得了民進黨籍，並且

投入該年的選舉。在那時，他提出了一句著名的口號「反核就是反獨裁」。從事後來看，

這句話等於是為當時迅速政黨化的反核運動定了基調。 

民進黨在日後的政治實力增長也使得其與反核運動的聯盟更堅實化。在 1990 年，

民進黨取得台北縣的執政，並且一直維持到 2005 年為止。台北縣不僅向來是台灣人口

最多的行政區域，而且核四預定地貢寮也是在此，這使得反核運動者獲得了挑戰國民黨

擁核政策的重要政治槓桿。民進黨的基層實力是反核運動的重要的資源，因為中央政府

一直拒絕讓反核團體有參與管道。舉例而言，從 1994到 1998年間，貢寮鄉、台北縣、

台北市、宜蘭縣政府曾舉行過四次的「公投」，都是在民進黨執政的首長支持下才有可

能的。在 2003年公投法通過之前，「公投」缺乏法定的效力，因此，除非取得反對黨的

背書，反核運動者是無法採用這種高度政治性的抗爭劇碼(protest repertoire)。在中央層

次，從 1993 年之後，民進黨向來維持立法院三分之一的席次，這也是反核者所能動用

的政治資源。從 1991 年起，國民黨政府重啟核四案，需要立法院支持其預算，因此，

反對黨的席次可以採取若干的政治杯葛動作。在 1996 年，由於民進黨與新黨的議事策

略，通過廢核決議文。國民黨政府不得不採取憲法規定的「覆議」程序，來恢復核四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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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案。 

在後車諾比爾堡時期，台灣反核運動越來越政黨化，同時也變得更激進化，參與者

不再只是大學教授、政治人物，草根民眾也加入其潮流。在 1987 年 7 月的解除戒嚴令

之後，街頭抗議成為各種社會不滿的表達管道，以往因為核能發電廠所苦的受害者開始

積極動員，企圖讓外界知道他們的聲音。在 1987年 12月，蘭嶼的達悟族人抗議台電的

核廢料場。在 1988 年 3 月，貢寮居民組織自救會，反對核四廠的興建。這些反核群眾

控訴，他們當時是如何被台電與政府官員所欺騙，而他們的行動更使得學者的反核論述

更顯得有力。日益高漲的反核聲勢在 1990年 10月導致了流血衝突，警察強制拆除貢寮

人在核四預定地所搭起的棚架，在一陣衝撞之後，一位員警不幸喪生，許多當地抗議者

也被逮捕，其中更有人被判無期徒刑。儘管情治單位與警方大力鎮壓反核運動，「一○

○三」事件並沒有壓制住興起中的反核運動。在整個九○年代中，台北市的反核遊行，

成為年度上演的抗爭大戲，其規模在 1994 年達到最高峰，媒體估計約有二、三萬群眾

參與。下表所呈現的，是平面媒體所報導的歷年遊行人數。 

 

表一：年度反核大遊行參與人數之媒體估計(1989-1999) 

 1989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中國

時報 

一千

多 

五千 五千 近四

千 

近三

萬 

一萬 上千 上千 近千 二千 

自由

時報 

近兩

千 

四五

千 

五千

多 

五千 近二

萬 

近萬 三五

千 

上千 一千

多 

數千 

資源來源：作者整理。 

 

如果遊行的群眾規模可以當作是運動發展的指標，那麼後車諾爾比爾堡的反核運動

是在九○年代中期達到高潮，接下來就是逐漸喪失公眾的關切，議題的顯著度開始下

滑。這個時期出現了若干重要的變化。首先，就國內政治局勢而言，在 1996 年核四覆

議案通過之後，立法院不再是主要的戰場，因為行政部門不用再每年提出預算案。其次，

民進黨也開始意識到自己有可能是取得執政地位，因此，對於社會抗議的支持也不如以

往的投入。雖然黨綱中的反核宣示仍保持不變，但是事實上民進黨菁英對於核能的關切

是減少許多的。因此，1996年台灣綠黨成立，部分反核人士試圖維持運動的自主性，避

免過度依賴民進黨。然而，綠黨的選舉參與仍是不太成功，他們仍很難說服選民，他們

才是真正的反核政黨，而不是日益主流化的民進黨(Ho 2003)。 

就國際局勢而言，車諾爾比爾堡的效應隨著時間而遞減。隨著地球暖化效應在九○

年代的廣泛討論，使得更多人關切的是氣候變遷的危害，而不是輻射威脅。在國際環境

運動社群中，也有若干知名的運動領袖發表聲明，他們聲稱為了避免全球暖化，可以適

度採用核能。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簽訂，使得全球減碳登上了國際環境合作的議程表。

儘管台灣並沒有在聯合國架構下參與氣候變遷議題的審議，但是在隔年政府仍是宣示了

「無悔」政策，強調無論全球減碳是否能成功，台灣都將遵守相關的規定。在這個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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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台電開始將核能說成是減碳的最佳選項，也是不得不採取的發電方式。相對於此，

反核人士反駁這樣的論點，他們指出，「使用核能從開採鈾礦、提煉核燃料、興建電廠、

電廠除役、拆廠與核廢料處理，均會耗用大量化石能源及水泥、鋼筋等材料，而產生大

量二氧化碳」(施信民 2007: II, 590)。但是很顯然，這樣的主張無法抗拒越來越流行的

「核能減碳」說法。 

在 2000 年，陳水扁當選總統，帶來台灣首度的政黨輪替。儘管一開始民進黨政府

對於核四爭議搖擺不定，到了 10 月終於正式宣佈中止核四興建。這項決定受到反核人

士的歡迎，但是也激發出國民黨為主的反對陣營之團結，利用立法院的多數來進行杯

葛。才就職四個月，陳水扁已經面臨了在野黨所提出的罷免聲浪，為了避免更多的政治

動盪，民進黨決定要退讓，尋求與在野黨的妥協。在 2001 年 2 月，核四復工，反核人

士的勝利只不過持續約一百天(何明修 2002)。 

在民進黨政府撤守反核立場之際，他們對於反核人士提出了若干承諾。首先，民進

黨宣稱已經取得在野政黨的背書，將「非核家園」視為終極目標。在 2002 年通過的環

境基本法中，就有「非核家園」的條款。其次，民進黨決定成立跨部會層級的非核家園

宣導委員會，廣泛邀請民間團體參與。這是有史以來，中央政府願意投入資源，以提升

公眾對於核能風險的認知。最後，民進黨保證會將核四爭議付之公投。 

在 2001 年看似不得不然的政治妥協，後來卻衍生出持續而重大的政治後果。為了

提振低迷的經濟景氣，民進黨政府提出了「拼經濟」的政策目標，其原先的環境與反核

承諾也就被一併拋棄了(Ho 2005)。儘管公投程序終於在 2003年獲得法制化，但是民進

黨的保證卻跳票了。在 2004年的總統選舉中，陳水扁提出了兩項頗具爭議的公投選項，

分別是關於兩岸關係與國防採購，但是核四案卻不見蹤影。在野陣營試圖杯葛這兩項公

投，但是被忽略與冷落的則是反核人士，他們的聲音是被淹沒在政黨鬥爭的之中。 

在陳水扁取得連任之後，核四議題看來已經像是遙遠的回憶了。民進黨主政者決心

要將核四興建完成，不再重覆 2000年的錯誤。在 2004、2006年，民進黨政府兩次同意

了核四廠的追加預算，而毫無意外地，在野陣營掌控的立法院讓其過關。氣勢衰退的反

核陣營也無法再像九○年代一樣，發動大規模的抗爭行動。在陳水扁兩任總統任期即將

屆滿之際，前中研院長李遠哲表示，有鑑於氣候變遷帶來的鉅大挑戰，以及再生能源的

有限進展，核能仍是「必要之惡」。李遠哲強調，這是一個科學家的個人看法，並不代

表特定政治陣營的態度轉變。 

在反核運動陣營中，李遠哲的個人「轉向」引發了討論，許多運動者認為，他所獲

得的資訊不夠完整，因此做出了「錯誤的判斷」。但是無論如何，在 2008年第二次政黨

輪替之際，反核運動的政治影響力已經大幅萎縮。為國民黨重新取得執政的馬英九政

府，採取了擁核的立場。他上任之後，就不再任命新的非核家園宣導委員會。在福島核

災之前，國民黨政府更曾積極加緊核四興建工程，希望能在讓其提前運轉，以作為「民

國百年的賀禮」。 

總之，一直到 2011 年的福島核災為止，台灣的反核運動已經歷了十年的低潮，無

法從 2001年的核四復工之挫敗重新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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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創新：運動者如何挫折中站起來 

社會運動起起伏伏，呈現出週期的發展已經是被普遍公認的現象(Hirschman 1982, 

Tarrow 1989)。許多學者試圖解答興衰的動力機制，比較少人關注運動者如何在不利的

環境中將運動理念延續下去。所謂的「暫緩結構」(structure of abeyance)，是指一群緊密

連結的人際網絡，能夠維持參與者的士氣，以抗拒日益不友善的公共輿論(Taylor 1989)。

「壯膽的迷思」(fortifying myth)能夠強化參與者的信念，以更強大的心理建設來因應新

發生的挫敗(Voss 1996, 1998)。這些策略的作用主要都是在於維繫運動團體的內部，台灣

反核運動的發展卻採取另一種可能，亦即是用新的方式來將反核訴求傳播給新的支持

者。 

民進黨政府在 2001 年的核四續建決定，一方面是反核運動的重大挫敗，另一方面

也帶給運動者新的難題(Arrigo and Puleston 2006)。政治盟友的背離，而且反對黨仍舊堅

定擁核，反核運動者幾乎喪失了政治操作的空間。然而，民進黨政府所開啟的政策管道，

例如非核家園宣導委員會，卻提供了新的參與方式。要如何面對民進黨政府，台灣的環

境運動出現了策略考量上的差異。比較資深的團體，例如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環盟)，決

定利用體制內的管道，向政府施壓。儘管環盟對於民進黨主政者越來越背離環境承諾感

到痛心，但是他們仍沒有選擇退出(林冠妙 2008：158)。自從在 1987年成立以來，環盟

曾一度是台灣最重要、規模最大的環境團體。它主要是由反核學者、民進黨成員、草根

民眾所組成，向來是採取親民進黨的態度。因此，儘管執政期間的民進黨不再反核，環

盟仍是避免公開批評民進黨，而是選擇以體制內的方式，採取合作的態度。 

相對地，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綠盟)，則是代表了台灣環境運動中較年輕的一股勢力。

在 1992 年，綠盟一開始是環盟的台北分會，但是由於他們與總會的路線差異，因此在

2000年正式退出，另起爐灶。環盟向來是由大學教授主導，而綠盟的成員主要是前學運

份子。世代的差異即是反應在他們如何看待民進黨：許多環盟教授以前曾受到國民黨的

迫害，因此，比較願意與民進黨合作，儘管他們也知道後者並不是完全可以依靠的。然

而，綠盟成員則是對於民進黨的背離比較不能寬容。 

在 2001年之後，綠盟對於民進黨的「背叛」，採取了嚴厲的批判。另一方面，由於

綠盟成員無法參與民進黨政府所提供的政策管道，他們感到更強的疏離感。因此，儘管

環盟與綠盟者是堅持反核的立場，但是後者由於缺乏正式管道，使得他們被迫採取更創

新的方式來重建運動。 

綠盟成員首先與貢寮居民合作，他們承受核四續建最大的打擊，有很長期一段時

間，地方上的反核活動等於是完全停止。貢寮人難過地指出，他們已經被國民黨打壓習

慣了，但是結果連民進黨都捉弄他們，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事情(訪談記錄：賴偉傑，

2001/7/12)。綠盟成員鼓勵他們持續進行反核活動，像是用「心理治療」的方式，來讓

挫敗成為可以被正面對待的不愉快經驗(訪談記錄：康士昊，2009/12/23)。他們也帶來「社

區總體營造」的組織觀念，協助在地社區取得官方的資源，以提倡貢寮的漁業文化，使

得這被受打擊的社區能重新站穩腳步。 

在 2004年，綠盟的成員崔愫欣拍攝了一部受好評的記錄片《貢寮你好嗎？》。這部

影片將貢寮人數十年來心聲呈現出來，讓原先認為核四爭議只是政黨惡鬥的民眾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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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人不知的故事。這部片對於民進黨政府的續建核四決定，提出了嚴厲的道德控訴，

明白地刻劃出希望落空的年邁貢寮運動者，以及坐穩國家大位而安逸的民進黨政治人物

之間的巨大落差。《貢寮你好嗎？》在台灣各處上映，也引發許多人對於貢寮人的同情。 

最後，搖滾樂也成為反核運動可以援用的新媒介。在 2000 年，台北縣政府開始在

貢寮舉行海洋音樂祭活動，這項想要結合沙灘文化與搖滾樂的觀光提升活動，卻是在核

四工地不遠的地方進行。綠盟成員取得官員的同意，在音樂祭活動現場擺設攤位，發放

反核文宣，以及各種年輕人喜歡的裝飾品。結果這成為一種向年輕世代行銷反核訊息的

成功方式。在 2004 年，在毫無事先安排的情況下，台上表演的樂團開始講起反對核四

興建，這開啟了藝文界人士參與反核運動的風潮(聯合晚報，2013/3/19)。從 2009年起，

綠盟也在貢寮發起他們的反核音樂會，這項活動的名稱是「諾努客」(No Nuke)，結合

了音樂會、海灘活動、藝文展示與抗議活動(Coulson 2011)。這些文化活動讓反核運動變

得比較「潮」(trendy)，核四議題被重新包裝之後，就少了歷史悲情與政黨色彩，這種軟

性印象使得更多原先不關心的人願意注意核四。 

從失敗中學到教訓，綠盟試圖以非傳統的方式來維繫反核運動的香火，這些年輕的

運動者成功地將反核理念擴散至新的聽眾。從事後來看，缺乏正式管道反而成為一種激

勵的力量。民進黨在 2008 年下台之後，長期與其合作的環盟受到運動界的質疑，而綠

盟卻仍可以宣稱他們是政治中立的。因此，等到福島事件發生，綠盟扮演了重要的關鍵

性角色，只有他們才有能力可以說服親國民黨的勢力或是甚至是國民黨政治人物加入反

核陣營。舉例而言，成立 2013 年 3 月的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是由富邦金融慈善基金會

董事長陳藹玲所發起的，而眾所皆知的，富邦長期以來與國民黨是保持良好關係。富邦

能夠在 2005 年併購台北市政府的台北銀行，即是在馬英九擔任台北市長期間。在陳藹

玲決定投入反核運動之前，她曾與綠盟崔愫欣再三確認，確定反核運動與民進黨無關(天

下雜誌，2013/1/23，頁 41)。 

 

進擊的公民社會：社會運動風潮中的福島效應 

對於台灣而言，福島事件發生的時機正好遇到一個社會運動正在興起的階段。自從

國民黨在 2008 年重新取得執政以來，越來越多社會抗議事件發生，乘著這股風潮，反

核人士也比較容易招募到運動的同情者或是參與者。下表呈現了 2008-2011年間的抗議

動態： 

 

表二：2008-2011年的社會抗議 

 2008 2009 2010 2011 

(1)「集會遊行事件」 3,636 6,305 9,267 5,298 

(2)「抗議事件」 382 438 517 564 

說明： 

(1)「集會遊行事件」是根據警政署的統計資料，見

http://www.npa.gov.tw/NPAGip/wSite/lp?ctNode=12593&CtUnit=2374&BaseDSD=7&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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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3/3/220取得)。 

(2)「抗議事件」的資料是來自於筆者的研究，我用聯合報系的電子資料庫，採用 25個

與「抗議」相關的關鍵字搜尋，並且過濾重複或不相關的報導文章。 

 

警方統計與新聞報導共同一致指出了這一點：自從 2008 年的二次政黨輪替之後，

台灣的公共社會變成為越來越具有抗爭性格。這樣的結果是符合學者的觀察，面對保守

派的政權，社會運動的確「重新再出發」(蕭新煌、顧忠華 2010)。有幾項原因可以解釋

晚近社會抗爭的興起。首先，自從八○年代以降，國民黨與社會運動就是處於緊張的關

係。在意識型態上，國民黨對於人權、性別平等、生態保育、勞工保護等議題的立場即

是與社會運動相對立。在其在野八年，國民黨試圖容納越來越高漲的台灣意識，但是其

社會議題上的保守主義仍是沒有太大的改變。因此，國民黨的捲土重來意味著，社會運

動面臨了具體的「威脅」(threat)，執政者並不是採取友善的態度。此外，許多過去制度

化的參與管道也日益緊縮，不再能接納運動者。馬英九上台後，前面提到的非核家園宣

導委員會就不再召開了。由於國家與公民社會的關係疏離了，抗議就成為了運動者唯一

能夠影響政府決策的方式 (Ho 2014)。 

其次，通訊傳播科技的突破，例如行動網際網絡、社交媒體等，也使得資訊傳播越

來越去中心化與成本廉價。網路臉書所帶來動員效應，從阿拉伯之春到全球佔領運動可

以看到，而台灣自然是處於這股浪潮之中。舉例而言，至今仍喧擾不休的苗栗大埔事件，

這個頗受爭議的土地徵收事件一開始即是因為公民記者拍攝了政府派推土機剷平農田

的畫面，原本主流媒體是完全不理會的。但是等到 CNN 網站收錄這一則新聞，卻在台

灣引發了高度的重視，激發出一波又一波的「土地正義」運動(Kuang 2011: 84)。 

大學生通常是高度的網路使用者，因此他們的運動參與往往是透過網路來動員的。

臉書自從在 2008 年推出台灣的繁體中文平台之後，迅速成為學生運動的最重要媒介。

在 2012 年的「文林苑」抗爭事件中，透過臉書所發起的動員令，在一個晚上就號召出

300多位學生參與守護家園的抗爭，結果儘管學生最後仍無法阻止政府拆房子的舉動，

但是該事件之後，台北市的所有都更案都暫停執行了。 

研究者指出，社會運動常會有非預圖的結果，包括所謂的「外溢作用」(spillover 

effect)，亦即是先行的運動為後起的運動「創造機會」(Meyer and Whittier 1994; Tarrow 

2010: 12, 29, 167)。因此，與其說福島事件是突如其來的衝擊，喚起了沈睡中的台灣公

民社會，不如說它是加速了已經展開動員的抗爭風潮。 

台灣藝文界在晚近反核運動的顯著角色，可以用說明這種外溢效果是如何產生的。

藝文工作者為何願意站出來表態反核？在以往，台灣的藝文界大致上是政治冷漠的，一

部分原因即在於戒嚴時期的黨政控制之遺緒。然而，在近來的環境爭議中，他們的參與

卻是越來越明顯。在 2010 年的國光石化爭議中，一群文學作家、劇場工作者、攝影師

連署反對開發濁水溪口北岸溼地。在 2011 年，他們更分批組團，實際參訪了國光石化

的預定地，並且以各種藝文創作來歌頌溼地之美。因此，等到福島事件爆發時，台灣的

藝文界已經有一股積極動員、關切生態環境的氛圍，而反核運動的興起也等於是搭上了

這班順風車。從事後來看，如果福島事件是早發生兩年，或許藝文界的參與風氣就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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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高漲了。 

2014年春天爆發的太陽花運動凝聚了近幾年所積累的公民社會力量，也意想不到地

為反核運動取得重要的成果。在原先，林義雄的絕食公開信是 3月中旬完成，預計在 24

日進行禁食，但是由於學生佔領立法院而先行擱置。後來儘管反核團體與民進黨方面都

曾試圖勸阻林義雄，但是在其強力堅持下，22日開始在台北義光教會進行禁食。其次，

在林義雄禁食的剌激下，反核團體也加緊了動員，要求立即停建核四。其中規模比較大

的活動包括： 

(1) 24日晚上，民進黨發起「停建核四：一人一叩、守護生命」，請民眾自凱道沿著

信義路一路牽手到林義雄禁食所在地義光教會，約有四千人參加。 

(2)26日上午的「核輻大逃殺」反核路跑，由爸爸非核陣線、台灣環境保護聯盟、民

進黨舉辦，約有七千人參加。 

(3)26日晚上的「 全民守護廢核決心」晚會，由全國廢核平台舉辦，約有上萬人參

加。 

(4)27日下午到 28日凌晨的「停現核四、還權於民」遊行活動，主辨單位是全國廢

核平台，有近五萬人參加。後來群眾更發起「佔領忠孝西路」活動，在凌晨被台北市警

方用水砲強制驅離。 

上述的活動都是在台北進行，但是近年來反核四風潮也蔓延到台北以外，全台各地

都出現了各種各樣「繫反核黃絲帶」、「燭光靜坐」、「朗讀反核繪本」聲援活動。此外，

從 22日開始，公投護台灣聯盟等獨派團體也號召群眾包圍立法院，連續好幾天與警察、

立委發揮激烈的衝突。在 29日傍晚，約有五百人佔領忠孝東路與林森南路路口，試圖

癱瘓交通。隨著林義雄禁食時間拉長，有些獨派團體更揚言，如果林義雄不幸倒下，他

們將「放棄非暴力抗爭，採取積極有效的抗爭手段」。 

在林義雄禁食的八日之中，反核團體展現強大、而密切的動員力量；無論他們是採

取溫和亦或是激進的抗爭手段，其共同結果都是對於堅持擁核的國民黨政府產生巨大的

政治壓力。追根究柢而言，這樣前所未有的動員風潮，固然是起源於林義雄禁食的精神

感召，高漲的公民社會才是真正廣乏參與的源頭。 

 

 

民進黨喪失反核運動的領導權 

前面提到，1990年代的反核運動是與民進黨聯盟。在年度反核遊行中，民進黨政治

人物常動員他們的支持者來參與，明顯可見的民進黨旗幟使得產生錯覺，彷彿這是一場

政黨活動。然而，後福島時期反核運動卻擺脫了這種政黨色彩，一部分原因在於民進黨

在執政八年算是支持核四案的，另一部分原因，在於其晚近過度的政治投機主義，引發

反核人士的批判，而不得不讓出反核運動的主導權。 

在綠藍紛擾的政治格局下，任何社會運動被貼上「政黨化」的標籤，就容易喪失公

信力。這即是為何許多晚近的運動議題都強調自己是所謂的「公民運動」，也就是與政

治勢力無關。要如何跨越敏感而尖銳的政黨認同分歧，是反核運動所面對的挑戰。在福

島事件之後，民進黨立即高舉反核的旗幟，個別的政治人物也利用這個議題為自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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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2011年的三二○遊行，在時間點上遇到民進黨的黨內初選，因此，候選人都想要利

用這個群眾場合，來爭取曝光機會。民進黨政治人物動員他們的支持者、個人的旗幟與

宣傳車，導致了反核遊行的主軸被模糊了。因此，有一些反核運動者在現場高喊：「核

四是藍綠共業」，與民進黨支持群眾幾乎產生衝突。 

在蔡英文的總統選戰中，她提議核四應完工但是不商轉。她也反對現行的核電廠延

後除役，根據她的規劃，台灣最快可以在 2025 年到達非核家園的目標。蔡英文的立場

是妥協方案，一方面她拒絕反核人士的要求，立即放棄核四工程，很顯然這是為了避免

民進黨執政時期的錯誤；另一方面，民進黨也需要與仍擁核的國民黨有所區隔。到了選

舉決戰的關鍵時期，核電議題並不是藍綠兩陣營正面交鋒的戰場，民進黨方面不強調自

己的「漸進廢核」主張，也顯示其面臨了進退維谷的困境。畢竟，民進黨執政時期也同

意了核四追加預算，到了下台後再採取反對立場，總是會被人批評前後不一致。 

在馬英九順利贏得 2012 年總統選舉之後，民進黨對於核電議題的掌握能力更加弱

化。在蘇貞昌擔任黨主席之後，曾在 2013 年 1 月舉行過一場大規模的反馬遊行。接下

來，利用這個氣勢，蘇貞昌公開宣佈，將要以民進黨力量來發起核四公投，希望能在 2014

年底的七合一選舉中一併舉行。由於既有的公投法規定高門檻的程序，因此，如果不與

全國性大選合併舉辦，過關的機會是不大的。但是即便如此，民進黨仍是犯了兩個嚴重

的錯誤。首先，民進黨沒有與反核運動者事先商量，因此他們對於這樣的宣布感到不滿，

認為民進黨根本是想要搶奪運動的主導權。其次，根據 2013 年初的預估，核四廠到了

2014年底就應該已經運轉，這使得公投看來是沒有必要的。因此，民進黨的失策加深了

反核運動者的懷疑：民進黨並不是真正關心核電廠的危害，而只是想要從其中獲得政治

利益。換言之，公投提案根本無法阻擋核四，而只是為民進黨增加選票。面對黨內外的

批評，蘇貞昌很快地就放棄了這個想法。 

當 2013 年 2 月，新上任的江宜樺內閣計畫在今年夏天舉行公投，民進黨缺乏領導

能力的窘境更形惡化。民進黨菁英深知，這是一個國民黨故意設下的政治陷阱，要拉民

進黨去打一場非常有可能失敗的戰爭，因此，一開始民進黨反而陷入兩難，無法決定是

否同意國民黨的作法。如果民進黨堅持公投路線，高門檻的制度設計將民進黨面臨政治

挫敗；如果民進黨反對公投，那麼他們就坐實了「葉公好龍」的指控。 

後來民進黨終於決定要採取「正面迎戰」的因應策略，一方面動員其支持者，另一

方面修改公投法。但是到了此時，民進黨已經被迫在反核陣營中退居第二線。在 2013

年三○九那場反核遊行中，民進黨下令動員令，但是也要求其黨公職人員不得攜帶政黨

旗幟。因此，在台灣規模最大的反核抗議事件中，民進黨成了在場的缺席者。從事後來

看，民進黨喪失反核運動的領導權，使得後福島時期的反核運動降低了政黨色彩，更能

跨越藍綠的分歧。 

為了因應 2014年春天林義雄禁食所激發的反核風潮，民進黨在 4月 16日提出「二

○一四終結核四」行動方案，提出「核四公投特別條例」，比照離島博弈公投，排除現

行公投法需過半全國人民投票的高門檻，改以簡單多數決，並且要求公投主文改以可呈

現正反意見的方式。後來，民進黨決定讓步，將門檻限制由無門檻的簡單多數決改成百

分之二十五；但是國民黨方面仍不接受，核四公投特別條例無法逕付二讀。此外，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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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0到 25日之間，民進黨主席蘇貞昌連續與郝龍斌、江宜樺、朱立倫、馬英九等人會

面，商討核四議題之解決。 

值得注意的，民進黨在這段期間的策略或多或少是因應了反核運動的去政黨化方

向，而採取較務實的方式。首先，蘇貞昌能夠連會見國民黨重量級人物，是他宣佈不競

選連任黨主席之後，因此在公眾觀感上，較能不帶有政黨利益的色彩。其次，民進黨也

放棄了原先修正公投法，降低公投門檻的立場，而將核四議題特案化，避免剌激到國民

黨對於鳥籠公投法的堅持。  

 

反核聲浪的興起 

為何台灣人民對於日本核災特別有感，也是基於特定的脈絡。在日本週遭國家中，

台灣儘管被日本長期殖民統治，但是卻仍是最友善的。雖然國民黨長期灌輸反日的中國

民族主義教育，但是老一輩的仍是保持日本時期的懷舊心態，因為他們厭惡戰後初期的

國民黨壓迫，而年輕世代則是受到東洋流行文化的吸引，「哈日」是普遍的流行。一直

到 2011 年前，日本人一直是來台最多的國際旅客，而且向來是台灣人出國第二大的目

的地。有這樣密切的往來，台灣人民對於日本災難特別容易感同身受，在三一一事件中，

台灣民間提供了最多的國際援助金額。可以這樣說，歷史與文化的親近性，帶來「經驗

上的可共量性」(experiential commensurability)（Snow and Benford 1988)，因此反核運動

者較容易說服民眾，在日本發生的事情，台灣也有可能發生。如此，「別讓台灣成為下

一個福島」成為晚近反核運動最有力的口號(Shih 2012: 309)。 

福島效應也使得一些原先不關心的人成為積極份子。劉黎兒即是明顯的例子，她是

旅居東京的台灣專欄作家，專門以寫作女性情欲等風花雪月議題著稱。她們全家在電視

上看到福島事故，決定緊急撤離，到大阪疏散一週。這段逃難的經驗，以及日本文壇的

反核風潮，使她下定決心，參與反核運動的行列。劉黎兒承認，她自己對輻射威脅的了

解太晚了。關於性愛與情欲的寫作，有可能是道德上模糊的，但是她宣稱核電議題是「黑

白分明的」(劉黎兒 2011：6)。自從福島事件之後，劉黎兒出版了三本反核專著，也經

常在反核活動現場發言，參與各種抗議活動。 

福島核災不只是重新振興了沈睡中的台灣反核運動，也使社會抗議開始有創新與創

造性的手法。根據聯合報系的電子資料庫，2005-2010年間平均每年只有 3件反核抗議，

但是到了 2011年，抗議事件則是出現了 17件。量化資料所無法呈現的是，反核意見開

始是出現「藝術性的創造力」(artful creativity)，而正是 Jasper(1997: 11)認為的「道德抗

議」(moral protest)之核心元素。 

由於馬英九曾經失言，他公開說「沒有人反對我們的[核電]政策」。一群電影導演、

攝影師、演員策動了一場行動藝術。在 2012年 5月，他們在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

上祕密集結，阻擋交流，用躺臥的方式排出「人」字形的圖樣。同時，他們也高呼「我

是人，我反核」。透過網路的影像分享，這種行動抗議的手法在台灣各公共空間都曾被

使用過。1 

之後，文化界的公眾人物越來越敢在公開場合表達自己的反核意志。在 2012年 10

                                                 
1 見 http://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C35FFEEF3E725C22, accessed March 26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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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著作的網路作家與導演九把刀，當面在總統府勸馬英九放棄核四案，那個場合是他

出席總統頒獎的場合。在官方主導的金鐘獎、金馬獎、金曲獎等頒獎儀式上，許多主流

藝文界明星也利用走紅地毯的機會亮出反核標語，或是在得獎感言中提到反核。這些個

人化的反核宣示，提振了反核陣營的信心。在 2013 年的三○九大遊行前夕，平常總是

充斥各種膚淺八掛消息的娛樂新聞，出現了許多名人反核的報導。很明顯地，反核已經

成為主流民意，超級了原先的運動支持者與民進黨群眾的範圍。 

在高漲的反核民意中，台灣的工商業成為意外的反核運動之盟友。在以往，企業與

環境運動總是處於對立的關係，許多開發案是企業界所推動，也是政府所鼓勵的，但是

環境運動常指責其環境代價。能源密集產業，例如石化、鋼鐵、水泥等，對於電力的價

格與穩定供給，有特殊的要求。在 2000-2001年的核四爭議中，民進黨政府之所以讓步，

一部分原因也在於工商業的反彈，這直接反應在股市的動盪。 

在 2013 年 3 月，與富邦金控資方有密切關係的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成立，他們招

募許多女性企業家與名人共同參與。這使得從來都不理會反核團體的馬英九、江宜樺，

不得不與他們的代表進行公開的對話。不久，長榮航空也高調表達反核的立場。非常有

趣的是，只有很少的企業領袖願意支持馬英九政府的擁核立場。更重要地，儘管有核四

公投的打算，但是股市卻完全不受其影響。在 2012 年總統選舉前，台灣的大財團幾乎

都是表達了支持馬英九的立場，但是在核四立場上，他們卻選擇了反對的態度。很明顯，

企業界已經意識到核能災難的危險已經會影響其經營獲利。 

民間對於核能的質疑已經累積到一定的程度，甚至連向來擁核的國民黨也出現內部

分裂。在 2012年 11月，新北市長朱立倫表示對於轄區內的核一、核二廠之安全有顧慮，

而且強調，如果核四有安全疑慮，就不應運轉。在 2013 年三○九遊行之後，台北市郝

龍斌更加碼演出，他認為核四可以立即停建，而不需要公投。在 2014年 4月 20日，蘇

貞昌拜見郝龍斌，在會後記者會時，兩人表示「停建核四」為共識。23日，蘇貞昌與朱

立倫見面，雙方更同意現行公投門檻應修正。朱立倫支持修改公投法的表態，更是對於

堅決拒絕任何更動公投門檻的馬英九、江宜樺，是重要的打擊。因此，到最後，國民黨

政府擋住了調降公投門檻的攻勢，但是卻同意核四的局部停工。 

朱與郝是國民黨下一代的接班人，他們的表態自有政治上的考慮。但是很明顯地，

他們急忙投靠反核陣營，是看準了民意動向的政治賭注，其結果也是使得擁核的馬英九

顯得政治上越來越孤立。因此，出乎意料地，福島核災提前點燃了國民黨的接班鬥爭，

也讓其傳統的擁核立場跟著陪葬。  

 

結論 

一位分析伊朗革命的學者指出，革命的本質即是在於其「無法解釋的性格」

(anti-explanation)，只要大變革仍是無法想像的，實際上那就是不可能的(Kurzman 2004: 

11, 172)。集體行動要如何跨越必要門檻，成為強大的社會力量，這似乎只能被事後解

釋，而無法在事前預測。 

同樣的觀點也適用於後福島時期的台灣反核運動。在日本核災兩年後，我們看到台

灣人民態度的巨大轉變。在此之前，我們幾乎無法想像穩固的反核四民意、一個早就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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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十年的運動重新復甦，而且變得更多彩多姿、主流化、超越黨派，向來擁核的國民黨

則是呈現內部嚴重的分歧。在 2010 年 4 月，國民黨政府曾考慮加速核四興建，使其早

日運轉，成為「民國百年的賀禮」。 

在本文中，我試圖分析台灣反核運動如何浴火重生。台灣人民看到福島核災的恐怖

景像，也對於可能的輻射擴散出現了集體的恐慌。但是光憑這些仍無法解釋為台灣出現

了東亞最強大的反核運動。國際性災難並不會引發一致性的各國反應，因為相異的國內

脈絡就像是不同角度的三稜鏡一樣，將光線折射成不同的樣態。 

上述分析指認出台灣三個有助於反核運動的條件。首先，2001年之後的反核運動新

策略，不僅有渡過了運動的低潮，也擴張了運動的支持者。其次，2008年之後的抗議活

動興盛對於反核產生了外溢作用。最後，民進黨喪失了對於運動的主導權，反而創造出

更廣寬的運動招募與動員的空間。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結果是，三十餘年來的反核運動

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潮，而台灣從來沒有離非核家園的夢境如此接近。到底這個理想是否

會實現，台灣有沒有可能成為亞洲核電國家中，第一個真正走上非核家園的目標，有待

於後續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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